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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經濟學人》雜誌、「北京儒學論壇」都注意到孔子思想與當代經濟

可以相提並論，甚至相信孔子對現代資本主義所帶來危機可以提供重要

的補充與建言。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1723-1790)，在其著述的《道德情操論》與

《國富論》中，建構了理想的資本主義世界，可避免當今所發生的社會失

衡問題，但這兩本書被世人質疑為相互矛盾，而有所謂「亞當‧斯密問

題」，因為斯密的《情操論》中所持的人性觀是利他的，而《國富論》的

人性觀卻是自私、利己的。也有學者認為同情心、利己心都存在人性中，

且兩者要共同發揮作用，才有美好人生與富足國家，這正是亞當‧斯密

的本意。 

亞當‧斯密的理論和先秦儒家所提出的富民、德治理念相通，且儒

家「內聖外王」的道德修養工夫，不但可以對照亞當‧斯密的理論，且

更有邏輯推展性，不過儒家思想卻很少出現在現代政治舞臺，而亞當‧

斯密被世人重視的也只剩下《國富論》。正因為只重財富，忽視道德的結

果，資本主義才會帶來日益嚴重的現代化問題。不過若要以先秦儒家思

想作為現代政治的指導原則也有其侷限性，因此本研究要找出先秦儒家

與亞當‧斯密理論的相容處，以及可對現代政治給予的參考價值，也公

允地指出先秦儒家進入現代化所面臨的挑戰。 

關鍵辭：亞當‧斯密、先秦儒家、德政、富民、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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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經濟學人》雜誌在 2007 年 5 月曾以「Ideology in China：Confucius 

makes a comeback」為標題 1，直接宣示孔子將會在中國東山再起，這樣

的標題令人眼睛一亮，兩千多年前孔子所建構起來的儒家思想或許可以

稱得上是中國人的核心價值，但是眾所皆知，儒家思想是隸屬於傳統文

化的價值思想，而現在，孔子的思想與價值卻被《經濟學人》當成專題

報導，孔子思想真的可以為現代的經濟、文化、政治等一系列問題提出

建言或改革良方嗎？ 

    無獨有偶，2012 年 10 月 27 日在北京舉行的儒家論壇上，有一場論

壇討論的主題是「反思資本主義：後危機時代世界面臨的挑戰」，其中一

個重要主題是「全球化視角下資本主義面臨的挑戰」，會議中討論資本主

義未來的走向，並討論中國的實踐是否創造了新的經濟形態 2。  

 不只是具有世界指標性的《經濟學人》雜誌，就連中國最有影響力

的「北京儒學論壇」都注意到孔子思想與當代經濟是可以相提並論的，

甚至許多學者都相信孔子所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對現代資本主義所帶來

的經濟、社會危機可以提供某些重要的補充與建言。 

    根據上述現象與觀察，本研究想回溯先秦儒家思想，並探索當代經

濟現象的源頭，了解資本主義中的社會、經濟、政治現象。因此本研究

以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1723-1790)的重要學術論集《國富論》、《情

操論》為題材，探討資本主義現象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缺失，並以代表

先秦儒家思想的典籍作對比，試圖找出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儒家思想，和

現代西方所帶來的資本主義所建構的經濟、社會困境是否有對話空間，

並找出兩者相似論點，以及雙方可以互為補充之處，以期回答先秦儒家

思想，是否可以有助於現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經濟問題。 

    本研究以「基源問題」研究法為主，此研究方法是由勞思光所提出，

勞思光對此研究方法的優點提出了說明：「是以邏輯意義的理論還原為始

                                                        
1 《The Economist》2007 年 5 月 17 日。 
2 參考《北京論壇學術簡報集》頁 1-11。http://www.beijingforum.org/html/Home/report/3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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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以史學考證工作為助力，統整出個別哲學活動於一定效率之下為歸

宿。」3 藉由基源問題研究法，本研究除了文獻資料外，還加上對特定

歷史時空的比較，以期讓本研究除了在哲學史的探索外，能建立起古代

與當代，東方與西方有相應的語境和可以對談的問題意識焦點。 

一、現代政治與道德經濟 

（一）現代化帶來的政治問題 

    資本主義到近代已引發相當多的問題，西方亦在全面檢討「現代化」

所帶來的弊端。現代化相對於傳統，可以從十七世紀說起，資本主義在

工業革命的基礎上，掀起一股巨大旋風，讓人民的生產方式、生活模式

都起了彌天蓋地的變化，緊接著社會結構由傳統的封建制度，變成資本

主義所建構出來的工商業社會，當資本主義一路順暢前進，社會結構變

了、政治環境也愈益複雜。 
    當資本主義不斷擴大影響力後，公司、企業體也會隨著營業額提升

不斷擴大，甚至變成跨國公司，再加上網路、科技的進步，以及地球村

時代的來臨，跨國公司的體制愈來愈龐大，影響力也不斷擴大，打破原

來的自由市場經濟規則和秩序，人們會發現原本作為區隔人與人間的國

族疆界已經不夠用，應該加上以公司、企業為主的單位體。因為現代的

公司、企業在巨大的資本主義狂潮下，已經成為一個可以操控員工、剝

削員工的制度與單位。不只如此，更令人害怕的是代表國家單位的政府、

掌握行政資源的最高單位體，在資本主義的狂潮下，也不知不覺的公司

化、企業化了。對此，朱嘉明認為： 
 

    公司化的政府以追求經濟成長，特別是財政收入為最高動力，GDP

是成為了公司化政府的營業額，財政收入是利潤。公司化政府，對

招商引資、土地徵用等經濟活動，有強烈的介入衝動，而對於提供

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缺乏動力。進一步，政府的公司化，不可避

                                                        
3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1981），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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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地導致官商的「權利和金錢」交換，「代理主義」(clientelism)發生

變異，不再是政府官員通過給予選民物質利益換得選票，而是政府

官員通過為商人提供方便換得物質利益。4 
 

公司化的政府單位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行政單位，它不再為一般民眾謀取

最大幸福，而是不斷追求營利，並且為了鉅額營利和其他握有資源、權

力的公司、企業合作。在這種情形下產生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營利所

得的最後得利者會是誰，絕不是最需要資源、最需要幫助的平民百姓。

不言可喻，公司化的政府最後取得利益的是這群身處高位、掌握資源的

政府高官，另外還有一群獲利者，就是有機會參與其中的企業、公司，

而百姓的權益與福利，就在層層剝削中被搾取殆盡。因此，現代化政府

單位體在資本主義狂潮下、在公司化的過程中，已喪失原本該為多數民

眾服務的本質。 

（二）所謂亞當‧斯密問題 

    關於資本主義與現代化日益嚴重的問題其實亞當‧斯密早有所警

覺。亞當‧斯密是被世人公認的經濟學之父，在其著述的《道德情操論》

與《國富論》兩本書中，斯密建構了理想的資本主義世界，可避免當今

所發生的經濟、政治失衡的問題。但這兩本書所持的基本價值觀顯然是

截然不同的，個人的道德情操如何帶來自己與國家的富裕？世人不禁要

問亞當‧斯密身為一個重要經濟學家，為何有兩種不同的立場和邏輯，

這問題在十九世紀即被正式提出： 
 

1878 年德國歷史學派的學者思卡爾茨基在其《亞當‧斯密的道德哲

學及其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一書中指出，斯密的《情操論》

的人性觀是利他的，而《國富論》的人性觀是利己的、自私的。5 
                                                        
4 朱嘉明，〈哈耶克經濟思想的現實意義：21 世紀的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危機及其出路〉，《思想─
儒家與現代政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 65-66。除了公司化的政府外，朱嘉明在文章中

還指出自由市場經濟的勢衰原因有五項，分別是：政府的財力快速擴張、政府貨幣發行權和鑄幣

稅、大公司法人的膨脹、政府和公司的結盟、國家資本主義全面崛起。這五項指的都是政府企業化

的結果正在徹底改變市場自由機制（頁 53-57）。 
5 參于俊文、朱彤書、陳惠如主编，《西方經濟思想辭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頁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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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在《情操論》中研究人類的道德情操，並提出同情心、同理心是人

類道德情操的出發點，而《國富論》是斯密研究人類經濟世界的重要著

作。在這本著作中，亞當‧斯密認為能建構起人類經濟富足的出發點來

自利己之心。同情心與利己之心在詞面上截然不同、意義相反，但在倫

理道德的範圍裡、在人類的經濟世界裡卻缺一不可、互為補充。 

 王瑩對此也提出《情操論》與《國富論》不是互相矛盾，而是彼此

補充的看法： 
 

斯密的道德思想和經濟思想在一起產生的同時，就已經以不同的 人

性為出發點了。……同情心是道德論的起點，利己心是經濟論的起

點，這兩種人性不是平分秋色、半斤八兩的關係，斯密是在充分肯

定利己心的基礎上講人的同情心的。6 
 

王瑩充分揭示了在亞當‧斯密的兩本著作中討論的人性價值是有一致性

的，不論是同情心或是利己心，都共同存在人的本性之中。不只如此，

兩者要共同發揮作用，才有美好人生，亞當‧斯密在《情操論》中有這

樣一段話： 
 

正是這種多同情別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這種抑制自私和樂

善好施的感情，構成盡善盡美的人性。7 
 

人性中有了利己心，才能帶動經濟的發展、社會與國家的繁榮進步，但

是人還必須要有同情心，通過同情心來抑制利己心，而這同情心更正確

的說應該可以稱為道德之心。 

另外，于宗先也提出了《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對亞當‧斯密

理論的根源核心： 

                                                        
6 參考王瑩、景楓，《經濟學家的道德追問──亞當‧斯密倫理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頁 17-18。王瑩提出這論證前先將兩本著作的寫作時間做一番考察，發現這兩本著作是亞

當‧斯密窮盡一生心血所著，斯密終其一生就是為了這兩本書的創作、出版到不斷修訂而努力。《情

操論》再版 5 次，《國富論》再版 4 次，每次再版，斯密都經過一番詳細修訂，因此，若亞當‧斯密認

為利己心和同情心相互矛盾，斯密應該早就修改了，不至於發生這麼重大的矛盾和瑕疵。 
7 亞當‧斯密《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蔣自強、欽北愚、朱鐘棣、沈凱璋中譯《道德情操

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 7、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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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裡所討論的正義(justice)對於適當地了

解《國富論》一書至關重要，他所謂的正義基本上即為亞里斯多德

與經院哲學家們所稱的交換正義(commutative justice)，亞當‧斯密認

為正義為社會存續的必要基石，是一種道德情操。他認為在市場中

的各個參與者，彼此關係形同陌生人，除了正義能發生作用外，其

他道德情操絕少會產生效果。8 
 

在亞當‧斯密的邏輯中，道德情操就是一種社會正義，因為人人有道德

情操，社會才有正義，這也是國家富強的基石。 

（三）亞當‧斯密與先秦儒家思想的交融處 

亞當‧斯密認為憐憫周遭人不幸的這份同情心不見得是對自己有利

的，但是這份同情心卻是根植於大多數人的心中，亞當‧斯密對人性中

的同情心有如下的描述： 
 

無論把人想得如何自私，在他人性中顯然有些本能令他對別人的福

祉有所關心，令他把別人的幸福視為對己有所必要，儘管別人幸福

除了看著高興之外對自己一無好處。憐憫同情就是這一類本能，這

是面對別人不幸時所產生的感受，無論是親眼看到或是鮮明地想像

到。別人的悲苦會引起自己的悲苦，這一點是彰彰明甚無待証立的。

這種感情，一如人性中其他原始感情，並非君子仁人才會具備，雖

然他們可能感受得最為深切；十惡不赦的流氓和作姦犯科的惡棍也

不是全然不具備的。9 
 

這和孟子所說的「怵惕惻隱之心」幾乎如出一轍：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所

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8 于宗先，《經濟學百科全書 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頁 165。 
9 本文引自《道德情操論》語句皆由周國正譯為中文，轉引自〈人我間道德同感的參照起點──孔子

的「己」與亞當斯密的旁觀者〉，《清華學報》新 43 卷第 3 期，2013.09.，頁 469-470。英文版可參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New York: Penguin, 2009), Part I, Sec. I, Chap. I,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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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聲而然也。10 
 

從文字的思維邏輯中，亞當‧斯密的同情心和孟子提出的不忍人之心顯

然有義理的相容性，不過亞當‧斯密在他的著作中確未明言他所提出的

同情心觀點啟蒙之處，因此我們不能直言推斷亞當‧斯密的思想曾經受

過中國儒家思想影響。 

雖然我們缺乏直接證據顯示，但有環境證據顯示亞當‧斯密的《道

德情操論》與先秦儒家思想有諸多雷同處，未必只是巧合，亞當斯密很

可能對中國文化有所接觸認識。方豪(1910-1980)說過亞當‧斯密所著《原

富》一書應用中國資料頗多 11，馬維力(Lewis A. Maverick, 1891- 
1973)更指出亞當斯密寫《道德情感論》可能是受到孟子仁論的影響12。

另外，周國正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 
 

仁雖然並非孔子首倡，但把仁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核心，孔子卻肯

定是第一人。無獨有偶，蘇格蘭哲學家，以《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書聞名於世的亞當

斯密，在其道德哲學著作《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就道德根源問題提出和孔門仁論極為相近的看法。13 
 

雖然我們沒有直接證據說明亞當‧斯密在思想啟蒙上直接受到先秦儒家

影響，但是他的《道德情操論》用同情心開展出社會多數人都有道德的

理論，這和先秦儒家想的概念是相通的。 

不知身處在十八世紀的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是否受到西元前五世紀

時中國孔、孟思想的啟蒙，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肯定道德對人類社會的

重要性，道德不只對人類身處的社會環境有關，在政治上更是意義深遠。 

                                                        
10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頁 328。 
11 方豪，《中西交通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頁 203。    
12 Lew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San Antonio: Paul Anderson, 1946), p. 25. 另可參考周

國正，〈亞當斯密《道德情感論》中的仁論〉，《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頁 15-26。 
13 周國正，《人我間道德同感的參照起點 ──孔子的「己」與亞當斯密的旁觀者》，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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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經濟與道德息息相關 

政治雖然不全然等同於道德，但是良好的道德風氣有助於政治與政

策的正確性。政治與道德不是簡單的合併關係，不是把政治與道德以一

定的比例下去調和就可以產生黃金比例，政治道德有其一定程度的嚴肅

性和必要性，可分為下列兩點做說明： 
 

第一點，從社會角度而言，道德貫穿於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與各種

關係中，而社會政治是社會生活的重要領域，道德協調和道德評價

是無法避免的檢視。第二點，從個人角度而言，只要道德原則和道

德規範通過個人實踐轉化為個人的內在品質，這種道德實踐就會加

強道德政治實踐的力量和效果。14 
 

政治與道德有其必然的正相關，而身處在政治關係中的統治者和人民也

要符合道德原則，政治制度與法規才能被制定、被遵守。回到亞當‧斯

密《國富論》的論述邏輯：適當引發人民的私欲，激發起人民想要有更

好的生活的欲望，人民就會找出自己最擅長的部份，勤奮努力生產這項

產品，這就是分工的概念。因為專業分工生產，分工讓每個人的生產達

到最大的效率，然後再進行交換，讓人民各取所需，人民透過分工與交

換，達到物質生活的滿足，國家因為人民勤奮工作、有效率的分工與交

換，而達到經濟繁榮富庶，但是這一切的基礎在於人民靠自己努力累積

的財產是屬於人民私有的，而且政府要承諾去保護人民財產安全，並維

護交換平臺的公平，另外政府的運作機制要符合正義原則。說到底，亞

當‧斯密《國富論》的基調除了表面上奠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其

實深層核心是奠基在道德的基礎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國富論》、「資本

主義」中人民與政府也全部都要建立在人性的道德上，一旦道德喪失，

根基鬆動，人民與政府的信任與服從關係也會崩盤，交易平臺會瓦解，

資本主義最終也不復存在。 

                                                        
14 參考王瑩、景楓，《經濟學家的道德追問──亞當‧斯密倫理思想研究》，頁 288-232。在此書中，

王瑩還分別論述了政治和道德的區別、政治與道德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一面，最後才歸結出政治

道德有其一定程度的嚴肅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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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秦儒家思想與現代政治 

    若提到現代化國家中的道德與政治議題，中國儒家思想因其豐富的

內容與悠久的傳統，而有其重要參考價值，尤其儒家的「內聖外王」思

想，不但包含了個人的道德修養，也提到道德思想在政治運用的可能性。

所謂君子修養就是「內聖」工夫，且透過一層一層的德行修養工夫，儒

家由內而外，循序漸進，由個人修身做起，而達到齊家。當家庭倫理鞏

固後，推而廣之就是進入文官的士大夫系統，共同參與治理國家大事。

以最高統治者的立場言，就是平天下的概念；以現代國家而言，就是統

領一個國家，當國家領袖。 

    儒家的德政思想簡而言之就是「內聖外王」的過程，「修身」、「齊家」

是內聖工夫的起點，「治國」、「平天下」表面上是外王的政治理想，其實

也是「內聖」工夫向外延伸。 

    儒家「內聖外王」的道德理念與道德修養工夫，可以對照、呼應亞

當‧斯密在《國富論》、《情操論》中所提出的以道德建構所形成的經濟

繁榮、人民生活富庶的理想世界。 

（一）先秦儒家思想在現代政治上的缺席與重新受矚目 

    儒家以道德為基礎的「內聖外王」思想，和西方有古典經濟學之父

的亞當‧斯密，以道德為根基所建構的《國富論》有諸多相似的理念，

不過儒家思想卻很少出現在現代政治舞臺。中國自從清朝末年遭遇西方

列強船堅砲利的攻擊後，在戰火洗禮與重生的中國即喪失了民族自信

心，一切以西方為榜樣，除了現代化武器，也學習西方的民主、科學，

經濟及政治，陳昭瑛有如下的觀察： 
 

    在政治上，儒家一直在各重大政治運動中缺席，而所有重大的政治

改革也多援引西方政治思想作為社會實踐的理論基礎，儒家不論在

實踐或理論方面都是缺席的。15 
                                                        
15 陳昭瑛，〈徐復觀與自由主義對話〉，《思想――儒家與現代政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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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不斷在學習西方現代化的同時，西方卻在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狂潮

下，引發了不少問題，讓西方思想家回過頭去看東方文化，思考東方文

化可以提供反思與參照的部分，在東方熱的浪潮下，不少中國知識分子

開始思考傳統思想的價值，因此出現了儒家四期的發展，除了回應西方

思想家力求解答西方現代化弊病的問題，並試圖給予現代化所帶來的弊

病一帖清涼劑，陳鵬對儒學四期的任務有這樣的描述： 
 

儒學四期思考儒學是否可以提供一種參考系統，為創造一個「溫暖

的後現代文明」，建設新的「內聖外王之道」，即如何「由某種樂觀

深情的文化心理結構而開出和諧健康的社會穩定秩序」。16 
 

儒學中的「內聖外王之道」之所以在現代社會產生價值和意義，是因為

許多學者對儒家的「內聖外王」中含有道德正義的部分有所期待，而這

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現代國家中最需要、也最容易被扭曲的部分。 

（二）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 

1. 濫觴期 

    先秦儒家思想傳揚的是來自夏、商、周三代，堯、舜、禹、湯、周

公的聖王傳統，聖王傳統就是所謂的德治思想，君王本身要透過道德修

養工夫後，再依此去實行統治之道，而中國的德治思想最明確的說法是

起源於周公時代： 
 

「德治」是一種政治倫理思想和治國之道。歷史上由中國儒家提出和

倡導。濫觴於西周初周公（旦）提出的「敬德保民」。17 
 

西周時，周公曾經明確提出「敬德保民」理念，因此後代就將「德治」

思想的濫觴期歸於西周時期。 

 
                                                        
16 陳鵬，《現代新儒學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 245。這段話語是陳鵬在評論李

澤厚第四期儒學時有感而發的論述，而引號內的詞基本上是來自李澤厚的觀念。所謂第四期儒學指

的也是李澤厚所提出的「現代之後」的儒學。 
17 朱貽庭主編，《倫理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頁 292。 



 

 

從「亞當‧斯密問題」看先秦儒家思想對現代政治的啟示 

 

131 

2. 孔子明確提出 
    關於德治，孔子認為這是為政者最重要的價值理念，也是不容輕忽

的為政之道，政治領導者唯有以德為本，才會受到人民的愛戴，才會擁

有人民的向心力，孔子為此做了一個譬喻：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18 
 

孔子對德政的推崇並不是浪漫、理想式、一廂情願的熱情，而是基於實際、

現實的考量，對於道德與刑法在政治上的應用，孔子作了一番優劣比較：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

格。19 
 

孔子認為以政令、刑罰來管束人民，人民會因為對刑罰畏懼而服從，但

對羞恥心的提昇沒有幫助，若為政者以道德、禮儀來教化民眾，百姓學

會羞恥，並且可以自發性的，願意走向正道。 

3. 孟子提出具體方針 
    儒家的德政落實在政治理念上，是希望執政者可以透過自身道德修

養工夫的落實，在政治措施上也能提供人民一個安全、良善的生活空間。

對此，孟子對執政者在德治上的落實，有了很實際的期許：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

悌忠信。20 
 

孟子認為執政者的德治理念應該化作具體的施政方針，包括：消極方面

的減輕刑法、賦稅，積極方面要能讓人民在農耕上更有保障，也要適時

地負起教育社會大眾的責任。 

4. 董仲舒之後的轉向 

先秦儒家的德治理念和現代的民主政治理念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都

                                                        
18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頁 69。 
19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頁 70。 
20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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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民為本。現代政治概念中，要求執政者本身也要遵守法令規章，而

先秦時代甚至要求執政者除了消極地遵守法律規章外，更要積極地要求

自身的德行修養工夫。另外，不管是先秦儒家或是現代的政治理念，都

提到政府對民眾要負起教育的職責。 

    從以上的比較說明中，可知先秦儒家的德治理念和現代民主政治理

念有很多相合之處，不過先秦儒家的德政思想在中國政治體系中卻沒有

被完整地保留下來，而是經過一番轉折與改裝後，在中國政治系統中以

另一種特殊的方式承續下去，在《倫理學大辭典》中提出這樣的看法： 
 

    秦亡以後，儒家進一步認識到德政的特殊功能，認為治國當「以仁

義為巢」、「教化」為務。董仲舒把教化譬喻為鞏固封建統治的「堤

防」……視「以德治國」（德治）為「聖人之治」，把「德治」的實

現寄託於德、位一體的「聖王」（內聖外王），即依賴於「人治」政

體。這樣，「以德治國」即成為「人治」的德治，在現實政治中就成

為君主專制的一種治術，因而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實現。21 
 

先秦儒家德治概念從董仲舒以後，儒家變成儒術，專門為漢武帝、為後

續的統治者做服務，德治思想從實際上的政治理念、方針，變成口號、

包裝 ，表面上保留了仁義的概念，實際上已產生變形，倒果為因，原本

是要求君王要有道德修養，並要擔負教育民眾的責任，現在變成只有君

王的德行符合聖人的標準，因此由君王負起教化百姓的責任，百姓要尊

敬、服從領導者的教化，以及他所制定的法令規章。 

    先秦儒家經由董仲舒這樣轉化，原來的德治理念已扭曲變形，反而

成為君主專制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先秦儒家的德治理想反而不可能真正

得到落實，原本的先秦儒家的德治理念最符合現代民主精神，到此反而

日益偏離了。 

5. 近代江澤民重新提出 
當西方走向現代化的民主憲政體制，當中國不斷模仿西方現代化腳步

的同時，許多學者發現了中國古老傳統並不是全都需要淘汰刪除的，中

                                                        
21 朱貽庭主編，《倫理學大辭典》，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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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當代的領導者江澤民肯定了儒家思想的德治理念，明確指出中國在現

代化建設下，德治理念需要被重視： 
 

20 世紀末 21 世紀初，江澤民提出「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的

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治國之道。……在《江澤民文選》中又指出：

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

成的。二者缺一不可……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

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22 
 

儒家從個人修養的君子之道，可以順利延伸到政治上，以道德為治理的方

式是否有其可行性，或許在中國歷朝、歷代只是個理想和口號，但是當西

方在資本主義所帶來重重難題後，還是有其一定的吸引力，陳昭瑛認為： 
 

    「德治」或許不符合現代社會對民主政治的期待，但在民主過剩的

後現代，想起「德治」一詞或許能有令人回甘的味道。23 
 

比起西方的法律，儒家的德治不是僵化的教條和法律條文，而是一種溫

暖的君子修養的道德理念，陳昭瑛的解釋如下： 
 

    德治的教化是一種潛移默化，不是強制性的教條式的。且教育的目

的是要人民各個「以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人格」，而不是成為統治

者的工具，亦即儒家主張統治者對人民進行人格教育，而不是愚民

教育。24 
 

當一個國家的多數人民，甚至是組成政府機關的行政官員，都是有道德

修養、行為符合正義的君子時，那政府機關在推行法律規章時，就順暢

容易多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在經濟的交易平臺上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就

可以大大減低： 
 

                                                        
22 參考朱貽庭主編，《倫理學大辭典》，頁 292、68。 
23 陳昭瑛，〈徐復觀與自由主義對話〉，頁 176。 
24 陳昭瑛，〈徐復觀與自由主義對話〉，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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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撐商業交易的美德中，最重要的是信任，因為在商業交易中，

若交易的雙方彼此有穩固的信任關係，就可以消除為了監控對方是

否遵守協定、契約和互惠協議需求及連帶所引起的成本。25 
 

商業往來的信用提升，可以讓交易往來的次數增加，商業往來更頻繁密

切，不只帶來人民經濟的活絡，也會帶來國家的富強。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要求的是政治領導人、政府官員先以個人的修

身為基礎，而建立起道德政治的平臺，並以此道德基礎教化多數人民，

讓整個政治的基礎建立在道德體制下，並從最上位者貫徹到最下層的平

民百姓，也從內到外，內部以修身為基礎，擴散到最外圍的平天下之理

想。這樣的道德政治理念基礎穩固、扎實，也非常符合公平、正義，不

就是現代化國家所追求的民主政治、富足經濟的理想圖畫嗎？因此我們

可以說先秦儒家的德治理念和亞當‧斯密所提出的構想相似，而且在邏輯

架構上比亞當‧斯密在《國富論》、《情操論》所提出的想法更為合理穩固。 

（三）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 

1. 濫觴期 

    「民惟邦本」這句話濃縮了中國人對德治概念的期許，也鏗鏘有力

地指出民本思想的概念，符合現代化政治思想的議題，不過中國民本概

念的起源甚早，始於《尚書》時期： 
 

    《尚書‧盤庚》：「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尚書‧洪範》：「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尚書‧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 
 

《尚書》中有許多關於民本概念的闡述，因此在《古文尚書‧五子之歌》

中即將這些關於民本概念，概括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句話也就

                                                        
25 參考黎正中譯，《企業倫理――倫理決策訂定與案例》（臺北：華泰文化，2008），頁 158。譯自

Ferrell, O.C., Fraedrich J., and Ferrell 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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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治的理念，因為德治是基於民本，而實現邦寧的關鍵 26。 
    先秦各家思想都重視人民的存在意義，尤其是儒家，更著重以人為

本的倫理思想，人民為國家之根本，君主、政府均是為人民而設，而儒

家的「民本」觀念則原自《尚書》。 

2. 孔子明確提出 

    儒家重視六經，《尚書》即是六經中一本關於政治理念的重要經典，

因此孔子對《尚書》中民本思想有所繼承，也有所闡發，甚至更明確的

指出為政之道除了以人民為主體，為政者本身也要有德行，才能帶領民

眾，從《論語》一書中可看出孔子的理念：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27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28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29 
 

孔子認為當政者不只要以人民為主體，尊重人民的權益和感受；身為政

治領導人本身也要有德行修養，在為人處事方面都要正直，才會受到人

民的尊敬，在政治上才能帶領人民，在領導人名下所制定的法令規章人

民才會聽從，如此，政治才能發揮出其應有的功效。 

3. 孟子 

    孟子繼承孔子思想，被尊奉為亞聖，對儒家的民本政治理念一脈相

承，有更明確大膽的闡述，孟子直白的提出人民的重要性高於統治者：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30 
 

孟子認為人民的重要性是最高的，其次是政府，而君王的重要性最低。

孟子的意思是為政者應該以人民的權益、福利為首要考量，而政府體制

的存在是為了服務人民，至於領導者也只是掛名的國家首領，他的名位

                                                        
26 參考朱貽庭主編，《倫理學大辭典》，頁 292。 
27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頁 190。  
28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頁 200。 
29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頁 198。  
30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頁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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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給予的，他的任務自然也是為人民服務，因此孟子繼續補充說：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所欲與之聚之，

所惡勿失爾也。31 
 
儒家的政治體系雖然從兩千多年前就建立在君主體制下，似乎和現代國

家的民主政體不相同，但是基本上，儒家是以人民為主體，也就是現代

所謂的「民本主義」，徐復觀的解釋如下： 
 

儒家的政治思想，從其最高原則來說，我們不妨方便稱之為德治主

義。從其基本努力的對象來說，我們不妨稱之為民本主義。32 
 
雖然君王的地位高高在上，但是君權代表的只是虛位，君王一旦失去民

心，其位階和權力隨時有傾軋的危險，徐復觀說： 
 
    （儒學認為政治）是為民而存在，都是以對於民的價值的表現，為

各自價值的表現。可以說神、國、君都是政治中的虛位，而民才是

實體。33 
 
我們可以說儒家的德政思想就是「為政以德」、「修己以安百姓」，而這樣

的德政以人民為主體，故在人民、君王即整個政治體系都要以道德為根基。 

（四）先秦儒家的富民思想 

    先秦儒家和近代的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有許多理念是可以相互會

通的，在政治上，先秦儒家提出的富民思想，和亞當‧斯密所提出的國

富、政府的精神也相通。 

1. 孔子 

    先秦儒家在經濟上提出的富民概念，不只和現代化經濟理念有相似

                                                        
31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頁 393。 
32 徐復觀，〈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

頁 49。 
33 徐復觀，〈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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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也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理念相似，兩者都注重人民生活

的富裕，孔子有如下的看法：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34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35  
 

孔子不只講道德，也講富與利，「道德」與「富」、「利」在字面上不相干，

不過孔子講的富與利和他所提出的德治理念，在邏輯上是一脈相承、相

互吻合的，也就是以人民為國家的根本，幫人民先富裕起來，滿足人民

生活的基本欲求後，再來教育人民符合道德理念。 

2. 孟子 
    孟子的立場和孔子一樣，他們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老學究，而是實

實在在以民為本，站在廣大群眾中，為人民的生活爭取權益。因此孟子

在〈梁惠王〉篇章中，主張在保障人民能夠不飢不寒的情況下，「謹庠序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孟子實際地提出：人民生活基本欲求滿足後，

再來談道德教育。 

    儒家不只是講求道德修養，也重視人民基本欲求的滿足、生活的富

裕，因此儒家的富民思想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有一致的關心重點： 
 

    富民、教民是孔子德治的綜合性的目的、內容……先富後教，無形

中成為與各種極權主義的大分水嶺。36 
 

    儒家重視的不只是人民生活要能富裕，也重視人民的道德修養，而

且有其先後順序。讓人民富裕後，再給予道德教育，有別於集權主義的

控制型態，也比亞當‧斯密《國富論》一書中所建構的理想社會更實際、

更可行。徐復觀說道： 
 

儒家在修己方面的嚴格道德要求，絕不許假借為欺壓人民的工具。這

                                                        
34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頁 272。  
35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子路第十三〉。  
36 徐復觀，〈孔子德治思想發微〉，《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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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被過去人所忽略，而引起許多爭論的思想史中的一大關鍵。37 
 

儒家所建構的「內聖外王」思想涵蓋了個人的道德修養，也涉及了整個國

家的政治、經濟體系，而且儒家重視由內聖到達外王的步驟順序。從某個

程度來說，這可以避免為政者假藉權勢之便操控人民。這和亞當‧斯密所

提出的《國富論》的理念有其共通性，都是以廣大人民的生活為考量點。 

（五）內聖與外王的價值取捨 

    對先秦儒者來說，修身是為了入世，唯有個人道德修養具足了，才

能推己及人。因此先秦儒家認為真正理想的儒者是要進入人世，甚至要

發揮「入仕」，藉由進入政治領域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讓仁德政策造福廣

大的民眾，讓民眾受惠。郭鶴鳴說： 
 

由孔子所揭舉的儒家之基本性格，那就是用世之心甚切，濟民之念

極重，認為士君子之所以追求學問、修養品德，都只是為投入人間

事業作準備，也就是為「入世為群」、「以仕行道」作準備，否則進

學修德並無太大意義。38 
 

所以孔子對於只求獨善其身的隱士有所評論： 
 

    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39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

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40 
 

因為經世濟民的理想深切，儒者對獨善其身之輩不予苟同，尤甚之，若

要作道德評判、價值取捨時，孔子認為經世濟民不亞於個人德性修養，

孔子曾批評管仲器量狹小，這是對管仲德行上之微詞，但卻也以「仁」

之美名讚揚管仲，《論語》記載： 

                                                        
37 徐復觀，〈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結構及人治與法治問題〉，《中國思想史論集》，頁 135。 
38 郭鶴鳴，〈讀論臆解──聖人有憾嗎？〉（上），《國文天地》第 29 卷第 9 期，2014.02.，頁 129。 
39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頁 258。 
40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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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41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42 
 

孔子許管仲以「仁」的美名，是因為管仲在政治上的偉大成就。雖然管

仲的德行稍有瑕疵，但他提出的政策廣澤於民，從這裡可見孔子期許仁

人君子令其入世之情懷，也可看出孔子主張以人民利益為主的德政思想。 

三、先秦儒家思想對應現代化之檢討 

（一）傳統儒家「內聖外王」缺乏現代化之轉化 

    儒家的道德修養、德政理念對現代化的政治、經濟上頗具啟發意義，

不過兩千多年來的儒家思想若只單純靠著「內聖外王」的傳統理念，而

沒有現代化的轉化，想要進入現代化世界或許有困難，陳昭瑛提出了制

度化的概念： 
 

    儒家寄希望於聖人、聖王是很不安全的，唯有制度化的民主政治才

是維護人民權利、福祉的真正安全的辦法。43 
 

儒家的德治理念要進入現代化政治，除了缺少制度化的體制，也少了由

下而上的對應關係。傳統儒家雖然以民為本，但是統治者地位仍舊是高

高在上，法律制度掌握在君主權威之上，因此人民的幸福只能依賴德君

良相。徐復觀對中國這一型態的政治狀態有細膩的觀察： 
 

    儒家所祖述的思想，站在政治這一方面來看，總是居於統治者的地

位來為被統治者想辦法，總是居於統治者的地位以求解決政治問

題，而很少以被統治者的地位，去規定統治者的政治行動，很少站

在被統治者的地位來謀解決政治問題。這便與近代民主政治由下向

                                                        
41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頁 212。 
42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頁 213。 
43 陳昭瑛，〈徐復觀與自由主義對話〉，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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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爭的發生發展的情形，成一顯明的對照。正因為這樣，所以雖

然是尊重人性，以民為本，以民為貴的政治思想：並且由仁心而仁

政，也曾不斷考慮若干法良意美的措施；以及含有若干民主性的政

治制度。但這一切，都是一種「發」與「施」的性質（文王發政施

仁），是「施」與「濟」的性質（博施濟眾），其德是一被覆之德，

是一種風行草上之德。而人民始終處於一種消極被動的地位。44 
 

徐復觀對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政治情況觀察詳實，並指出其限制，廣大的

民眾雖然是政治的主體，依儒家「內聖外王」的思維而言，統治者與其

政治幕僚、士大夫們雖然都是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

政治理念出發，理論上應該可以建立起一個符合公平、正義的政府體制，

人民應該生活富裕安康，可惜實際上並未如此，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

腐化，一旦掌握權力後，統治上與其政治幕僚若道德修養功夫不夠，以

民為本的德政理念是搖搖欲墜的，因此儒家的德政理念若要進入現代化

政治，一定要將其主觀的道德修養工夫客觀化，徐復觀認為： 
 

    因為總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來考慮政治問題，所以千言萬語，總不出

於君道、臣道、士大夫出處之道。雖有精純的政治思想，而拘束在這

種狹窄的主題上，不曾將其客觀化出來，以成就真正的政治學。45 
 

儒家德政思想要制度化、客觀化才能進入現代化，成為主流的政治學，

才能在現代化國家發揮影響力。 

（二）儒家政治哲學復興的疑慮與考驗 

    儒家對個人的道德修養工夫、德政理念在現代化社會確實有吸引

力，但是儒家思想運用到現代化政治前，得先經過一番創新與轉化，才

能在現代化政治中立足，立足後才有機會發揮影響力。陳鵬觀察到儒家

的德政理念，在進入現代化政治前所面臨的考驗： 

                                                        
44 徐復觀，〈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

頁 54。 
45 徐復觀，〈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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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構現代性社會道德的過程中，由於它是以現代理性精神、契約

原則為基礎，要求嚴格區分理性與情感、公共道德與個人修養，一

方面就需要引入個體權利、人格、契約、自由等一系列觀念思想，

一方面要對傳統儒家情理不分、家國不分、公私不分等進行批判。46 
 

理性精神、契約精神、個體權利都是現代化制度之產物，而儒家的德政

思想與之相較後，似乎只是一套主觀化的價值觀念、個人修養工夫而已，

劉擎對儒家德政思想要進入現代政治體系，也提出了他的疑慮： 
 

政治儒學的許多規劃構想嚴重低估了現代性條件對政治的限制，也

在相當大程度上誤判了當今中國文化的現實。……政治儒學面臨的

主要挑戰來自當代中國文化的實踐狀況及其多元化的程度。47 
 

儒家對個人道德修養工夫及德政理念是現代社會所需要的，也是現代化

社會所欠缺的，可惜儒家的德政理念不能只是提供一種類似烏托邦的想

像，它必須要進化，或者說要能用一種更簡易的方法，能具體指引出一

條道路，帶領現代人一窺堂奧，儒家的德政思想如何現代化，已是當代

儒者不得不省思的功課！ 

四、儒家政治哲學的現代意義及其復興 

    當代中國在面臨來自西方各項衝擊後，從早期的模仿學習西方始，

已看到西方現代化所帶來的問題，儒家思想再度受重視，學界對儒學現

代化展開熱烈討論，劉擎觀察到這股儒學熱現象： 
 

大陸近年來興起的政治儒學抗拒儒家在現代社會的「博物館化」，致

力於現代條件下重新整合內聖與外王。48 
 

                                                        
46 陳鵬，《現代新儒學研究》，頁 245。 
47 劉擎，〈儒家復興與現代政治〉，《思想――儒家與現代政治》，頁 202。 
48 劉擎，〈儒家復興與現代政治〉，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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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而言，現代化的腳步雖然刻不容緩，但是在政治、經濟上若沒有

紮好根基，對整個中國而言，現代化的結果也只是步上西方資本主義狂

潮下的難題和困局。劉擎認為儒家思想在「內聖外王」上雖然需要轉化

與創新，不過在當前中國面臨現代西方憲政體系衝擊時，仍具一定意義： 
 

    政治儒學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方面不在於憲政民主的相容性，而在於

其改良的可能。無論是在文化基礎方面，還是在於治理智慧方面，

中國儒家傳統可能提供獨特的（西方缺乏的）資源，充分轉化這些

資源的潛力，會使中國的憲政民主具有較高的正當性與穩定性，同

時又具有善治的能力，其中可以克服西方民主政體的許多弊端。49 
 

劉擎對儒學現代化提出另一層次省思，指出儒家思想不是直接尋求與現

代化憲政民主結合，而是指出儒家德政思想除了在技術上提供指導外，

應該還有一種更可行的方案，那便是在治理的智慧上可以給予一種價值與

思考的啟示，劉擎具體說明了儒家道德傳統可以在政治上給西方的啟示： 
 

儒家道德傳統強調責任意識和共同體精神，或許有助於扼制權利個人

主義的過度擴張；科舉制中體現的優績主義(meritocracy)，結合了機

會平等與精英治理的概念，或許有助於平衡民主社會中過於強健的民

粹主義；儒家提倡國家擔當道德教化功能，經過「創造性再轉化」，

或許有助於溫和至善論(moderate perfectionism)國家的建設，以克服

政治自由主義在國家中立性原則制約下道德消極的缺陷。50 
 

劉擎具體提供三個方向，說明儒家思想可以給予現代政治的三個啟示，

這三個方向直指現代政治的三大問題，分別是：個人主義過度擴張、民

粹主義過於強健、道德消極的三大問題。 

    現代化政治體制強調民主、自由，強調自下而上的權利，以及人民

與政府的契約關係。但是過度強調自由、民主、權利、契約，是否會讓

整個政治失去平衡，讓整個需要依賴道德、正義建構的政治體制，在眾

                                                        
49 劉擎，〈儒家復興與現代政治〉，頁 207。 
50 劉擎，〈儒家復興與現代政治〉，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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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喧嘩、莫衷一是裡，人人急於爭取權益，而導致失去思考道德、正義

的真正精神？現代化太過強調民主的政治體制，是否會成為另一種缺失

與弊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傳統儒家思想就有值得借重與學習之處。

對此，陳來也提出了他的看法： 
 

從政府的層面來講，我們可以看到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再中國

化」。現在對外宣示的觀念，都是中國文化，正面宣示我們現在是代

表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以人為本」、「與時俱進」、「以和為貴」等，

都是運用中國傳統文化的政治資源來加強它的合法性。51 
 

陳來指出一個大方向，並提出三個方針，分別是「以人為本」、「與時俱

進」、「以和為貴」等，希望運用這三項儒家傳統的文化特質，為現代化

政治做一個彌合與補充，以傳統文化資源加強現代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 

 「以人為本」、「以和為貴」若以政治語言闡述，就是以民為本、富

民政策的德政思想。德政思想的具體內容，源自先秦儒家，吾人得探究

先秦儒家德政思想的本來面目。不過在「與時俱進」的部份上，陳來也

帶出先秦儒家如何從「德政」走向現代化的民主憲政問題。 

結  語 

    「亞當‧斯密問題」並不是真的問題，同情心和利己心不矛盾，兩

者都存在人性之中，個人道德與國家富強並非二擇一的邏輯思辨問題，

而是唇齒相依、缺一不可的實際人生。亞當‧斯密認為對個人而言，促

發個人的利己心，才會為了個人私利而勤奮工作，讓工作成果變成可以

累積的私有財產，國家中多數公民都可以勤奮工作，國家就可以獲得開發

而進步繁榮，人民為自己創造了財產，國家也累積了財富。不過人民要透

過專業分工後，只做自己專業的職務才能發揮效益，人民勤奮工作後，為

了生活所需是需要彼此交換、交易（現代社會是以貨幣的方式進行交易）。 

                                                        
51 《東方早報》記者田波瀾的一篇訪問稿，標題為：〈陳來：國學依然是社會倫理的長久資源〉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01-10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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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當‧斯密提出了交換（交易）的概念，不過這交易的平臺是需要

建立在正義與道德的基礎之下，這需要國家制定法律規則去擔負起這項

責任。而先秦儒家和亞當‧斯密不同的是前者直接提出道德，道德是建

立在每個人的修養上，以此建構出來的也是以人民為主體的德政思想。

儒家和亞當‧斯密在富民的概念上是一致的，而亞當‧斯密對富民的思

想更有系統，是一套詳盡的社會科學理論，也因此當資本主義、工業革

命興起後，帶來了西方國家數百年來的富強。不過亞當‧斯密的另一本

書《道德情操論》不受西方國家重視，而此書對道德的論述可以補充《國

富論》。可是西方國家在現代化的歷程中，只重視經濟的富裕與國家的強

盛，道德問題直接轉交給國家，對個人道德教育部分較為輕忽，因此西

方重視的是法律條文的制定、執行，造成社會各階層都在尋找法律條文

的缺失，企圖鑽過法律漏洞，也因此造成資本主義後期人心道德敗壞、

交易成本增加的問題。儒家的德治思想、修身之道或許可以在此時給予

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現代化問題一些反省的契機，補充亞當‧斯密所提出

的「國富論」理念的不足之處。 

    現代國家的任務在於成立政府機制，制定規則法律，讓所有人民共

同遵守，一起維護交易平臺的安全、公正，如此所有人民才能共同生活

在經濟富裕又能獲得生命財產保障的世界中。我們可以說在亞當‧斯密

的理想國中，不只人民要有利己心、道德心，就連整個國家之中的領導

人、體制規章與法律條文都要符合道德正義，而這一切可以簡化成一個

規則──符合道德的政治才能讓整個國家富裕強盛，才能負擔起保障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 

    不管是陳來提供大方向原則，或是劉擎在細部上提供具體方針，他

們都提供一種新思維，揭示出先秦儒家的「內聖外王」德政思維和現代

民主憲政在制度的進步上或許仍有些落差，但是儒家的德政理念可以提

供一種有意義的哲學式思考，在政治思維方面給予一些價值上、觀念上

的啟示與引導，避免現代化政治體制在技術上、制度上因為過於成熟，

前進的速度過快，一旦發生問題時，在補救上往往會產生措手不及的窘

境。但是在期許先秦儒家「內聖外王」的德治思想對吾人在現代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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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經濟層面上給出指引方向和啟示前，我們也得思考先秦儒家德

政思想如何以通俗淺白化的語言表述來取得和現代人對話的空間，以及

先秦儒家德政思想如何落實於制度建構的問題。 
 
 
 
 
 
參考資料 
一、古籍 

宋‧朱  熹  《四書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 
二、中文專著  

于宗先  《經濟學百科全書 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 
于俊文、朱彤書、陳惠如主编  《西方經濟思想辭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王瑩、景楓  《經濟學家的道德追問──亞當‧斯密倫理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方  豪  《中西交通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 
朱貽庭主編  《倫理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朱嘉明  〈哈耶克經濟思想的現實意義：21 世紀的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危機及其出路〉；收於《思想

――儒家與現代政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周國正  〈人我間道德同感的參照起點──孔子的「己」與亞當斯密的旁觀者〉，《清華學報》新 43

卷第 3 期，2013.09. ，頁 469-470 
―――  〈亞當斯密《道德情感論》中的仁論〉，《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頁 15-26 
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蔣自強、欽北愚、朱鐘棣、沈凱璋譯  《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徐復觀  〈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收於《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 
―――  〈孔子德治思想發微〉；收於《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  〈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結構及人治與法治問題〉；收於《中國思想史論集》 

陳  鵬  《現代新儒學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陳昭瑛  〈徐復觀與自由主義對話〉；收於《思想――儒家與現代政治》 
郭鶴鳴  〈讀論臆解──聖人有憾嗎？〉（上），《國文天地》第 29 卷第 9 期，2014.02. 
勞思光  《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1981） 
劉  擎  〈儒家復興與現代政治〉；收於《思想――儒家與現代政治》 
Ferrell, O.C., Fraedrich J., and Ferrell L.著、黎正中譯  《企業倫理――倫理決策訂定與案例》(Business 

Ethics)（臺北：華泰文化，2008） 
三、英文專著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New York: Penguin, 2009)  
Lew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San Antonio: Paul Anderson, 1946)  
四、網路新聞 

《The Economist》2007 年 5 月 17 日 
《北京論壇學術簡報集》頁 1-11。http://www.beijingforum.org/html/Home/report/33-1.htm 
《東方早報》記者田波瀾的一篇訪問稿，標題為：〈陳來：國學依然是社會倫理的長久資源〉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01-10 14:48。 
 

 
 
 



 
 
止善 第十七期 2014.12. 

146 

 

Some Insights Confucianism Can Give to Modern Politics 
—with a Reference to the ‘Adam Smith Problem’ 

 

Cho, Shu-Chuan 
Ph. D. Candidate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djunct Lecturer,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Both The Economist and The Beijing Confucianism Forum have noticed the 
Confucian thoughts are comparable with contemporary economy, and have further 
believed that Confucian wisdom and insights could be alternative and corrective to the 
capitalism which has brought about crisis. 
  Adam Smith, the father of economics, proposed a principle of ideal capitalism to get 
rid of the problem of an unbalanced society.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two of Smith’s corpus magnum, however, are considered to be 
incompatible at some aspects and so people argue that there exists the ‘Adam Smith 
problem’. While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suggests an altruistic view of human 
nature, The Wealth of Nations supports an egoist and self-interested inclination of man. A 
plausible interpretation is that selfishness and sympathy are both inherent in human 
nature and they must work together to maintain the well-being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nation, and this interpretation makes Adam Smith’s thinking consistent and coherent. 
  This paper shows a dialogue between Adam Smith and the Pre-Chin Confucianism. 
Both of them share the idea of wealth of nations and the ideal of virtue-governed 
politics. The discipline of ‘gentleman-in-private and sovereignty-in-public’內聖外王, on 
the other hand, not only concurrences with Smith’s theory but also implies more logical 
potentials. Unfortunately, Confucianism rarely presents itself on the modern political 
sta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is far more acknowledged than the other theoretical 
work. The priority of wealth to morality results in the serious problems with modern 
capitalism. The use of Pre-Chin Confucianism as a guidance to modern politics has its 
limits, too. It is this paper’s aim, therefore, to find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ideas of 
Pre-Chin Confucianism and Adam Smith, to affirm the reference and values the former 
can provide, and fairly to discuss the challenges that Confucianism must face when 
modernized and coming into the context of politics today. 

Keywords: Adam Smith, Pre-Chin Confucianism, Virtue-govern Politics,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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